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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西南贫困山区农户食物安全、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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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贵州普定县的调查 
 

王兴稳 1  樊胜根 2  陈志钢 3  张晓波 2  吕开宇 3 
 
 
内容提要：本文基于采用 3d—24h膳食回顾法对贵州省普定县 8个自然村的全户调查数据，运用联

立方程组，分析了贫困山区道路、季节性饮用水缺乏对农户营养、健康的影响，以便为解决住户层

次的食物安全问题提供新的实证依据。本文主要发现有三点：第一，在调查地区，尽管农民的基本

温饱已经能够得到基本保障，但是，其营养结构还是不太合理，蛋白质摄入量普遍不足，膳食质量

有待进一步提高；第二，尽管道路和饮用水条件的改善对农户人均收入提高有显著影响，但是，收

入对蛋白质摄入量影响不显著；第三，居住地到县城的距离以及农户的收入水平对其膳食多样性有

显著影响。 
关键词：食物安全  贫困农户  西南山区 

一、引言 

食物安全是一个多层次的概念，包括世界食物安全、国家食物安全、地区食物安全、家庭食物

安全、个人食物安全等多个层次。不同层次的食物安全，其主要影响因素也各不相同。中国是人口

大国，食物安全在中国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长期以来，中国学者主要关注食物供应的充足性，即

国家层次上的粮食可获得性问题（例如马晓河，1997；谭向勇，2001；陈永福，2004；张红宇等，

2002）。虽然提高粮食供给能力对于增强食物安全水平非常关键，但食物总量供给充足并不代表个体

就一定能获得充足的食物（Borton et al.，1991）。即使是在食物供给充足的国家，由于微观个体食物

获得能力不足，也会存在微观层次上的食物安全问题。 
食物安全的理想状态是“所有人在任何时候都能够获得为维持生命健康和活动所需要的营养”

（FAO，1996）。目前，中国总体食物安全已得到基本保障，但不同群体的家庭食物安全水平却存在

很大差异，中国仍有大量遭受营养不良折磨的人口，其家庭食物安全水平相对比较低。在中西部贫

困地区，因营养不良而生长发育迟缓的人口约占整个人口的 30%，在极个别地区甚至高达 60%（食

物消费升级模式与粮食安全政策分析评估课题组，2007）。营养不良造成健康损失，不仅直接增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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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维持成本，还降低了人力资本的积累，造成经济损失。从纯经济效率的角度看，生活在营养不

良状态下的人，将很难生产出足够的“产品剩余”以实现人力资本所必需的积累。从这个意义上说，

贫困山区农民由食物安全水平低所造成的营养不良，不仅体现为物质上的贫困，更体现为健康人力

资本上的贫困。当市场经济改革解决了中国大部分人的温饱问题之后，剩余的贫困人口不仅表现为

收入贫困，而且更表现为缺乏增加收入的能力和机会上的贫困，这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贫困。对于

这部分贫困人口来说，这种“贫困”似乎难以跨越，一般的经济增长策略已经很难使这样的贫困人

口受益，设计良好并针对这些群体的扶贫计划或项目是援助这部分贫困人口的唯一方式（汪三贵，

2008）。政府究竟通过什么样的扶贫计划或项目，将有限的资金更合理地分配下去，以实现微观个体

的食物安全，非常值得研究。中国扶贫战略已经由瞄准地区转向瞄准社区和家庭，这就使得利用贫

困人口的住户资料深入分析其特征、构成的研究不仅必要而且迫切。 
中国贫困人口主要集中在西南、西北和中部一些资源有限、生态环境恶化、基础设施不足的边

际地区（特别是山区），这些地区恶劣的生产生活基础设施条件已成为阻碍他们食物获得能力提高的

主要因素。如何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他们的生产生活条件，使他们有更多的机会和能力增收，

将是增强其食物获得能力的关键所在。在偏远的西南山区，很多贫困人口都会面临交通和饮用水问

题，可是，就已有的相关研究文献来看，很少有研究探讨农村道路和饮用水条件对农民食物获得能

力的影响。综上，本文将重点探讨这些问题，以期能以实证分析结果给政府制定相关政策提供支撑。 
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一部分是引言，第二部分是分析框架，第三部分是模型设定及变量

说明，第四部分是数据来源及统计描述，第五部分是模型估计结果及讨论，第六部分是结论和政

策涵义。 

二、分析框架 

在住户层次上，限制人们食物获得能力的关键因素是收入（朱玲，1997；胡红帆，2000），影响

贫困农户收入的因素势必会影响到其食物获得能力。影响中国农户收入的因素很多，例如人力资本、

社会资本、城乡二元体制下的户籍障碍等（Brauw et al.，2002；赵耀辉，1997），其中，农村公共设

施是影响农户收入的一个重要因素。人们总是希望获得收入最高的职业，而这里定义的“收入”含

义广泛，包括非货币性的亲情、工作条件等。另外，需要指出的是，这里的“收入”不仅包括个人

收入，而且包括家庭综合收入。尽管劳动力转移通常是以单个人转移的形式出现，但是，劳动力转

移本身比单个人的利益最大化蕴涵更多的含义。由单个人进行的劳动力转移实际上是一组人决策的

结果，或是对一组人决策的执行。具体到本文的研究对象，他们能否外出务工，可能不仅要考虑在

城市的预期收入、找到工作的可能性、在家乡的收入、寻找工作的费用等，可能还要考虑由于季节

性饮用水缺乏所造成的照顾家庭的“亲情成本”。 
按照 Sen（1981）的“食物权”理论，家庭食物获得能力主要包括直接权利和贸易权利。对于

中国西南贫困山区的农民而言，这两项权利主要表现在家庭食物生产水平、家庭收入以及与社区生

活密切相关的公共产品的取得上。良好的交通条件不仅有助于农户食物贸易，而且还会促进其收入

提高，从而对其食物获得能力产生正面影响。国内外有不少文献研究农村道路投资对农户生产生活

的影响。概括起来，这些研究主要从以下三个视角研究道路对农民生产生活的影响：第一，从农村

道路投资可以促进小型非农企业发展、增加农民非农收入角度的研究。例如，Khandker（1989）利

用简化模式以及印度 1961～1981年间 85个地区的截面数据，发现政府对道路的投资在提高农业产

出、扩大农村非农就业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Ahmed and Hossain（1990）估计，好的基础设施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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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了 33%的家庭收入、近两倍工资，提高了 17%的工商业收入。第二，从道路等基础设施建设可以

促进农业生产、增加农民收入角度的研究。例如，Benziger（1996）以河北省为案例，验证基础设

施和城市市场易获得性是否能够增加农业生产中投入品使用的强度并且提高农村地区的生产力。计

量分析结果表明，道路密度和与城市的距离对每单位面积土地化肥使用量、劳均机械拥有量以及土

地和劳动生产率均有正向影响。Khandker et al.（1994）认为，道路密度及状况不仅增加了农业投入，

改善了推广服务，也提高了农业产量及土地生产力，还引起农业生产向高附加值作物生产转变以及

非农就业机会增加。第三，从道路等基础设施建设可以降低成本（例如食物的运输成本、农民外出

务工的交通成本等）角度的研究。例如，Minten and Kyle（1999）利用对商贩的调查数据，分析了

刚果（金）金沙萨食品价格差异的成因。他们的结论是：不同产品和不同地区之间食品价格差异很

明显，运输成本可以解释不同产区之间食品价格的大部分差异，而道路质量是决定运输成本的重要

因素。上述文献普遍支持这样的假设：农村道路投资对促进农业生产、增加农民收入有正向作用，

但这些研究很少直接农村道路对食物市场易获得性以及对农户食物可获得能力的影响进行实证分

析。就本文研究而言，恶劣的道路设施状况，可能会影响到当地农民膳食的多样性。这是因为：居

住在山区的农户，如果其居住的自然村庄不通机械车辆，则商贩主动到其居住地贩卖食物的可能性

就没有。他们要购买食物，只能靠自己去集市（或县城）。由于道路不通或难走，他们每次去集市就

不太可能购买太多的东西。一般情况下，如果他们赶集时购买了粮油（而一般情况下，粮油是农民

首选的生活必需品），即使有经济能力购买其他食物，他们也很难有足够的体力将比较多的其他食物

带回来。这样，其膳食结构可能相对单一，而相对单一的膳食结构则可能会带来营养素摄入量不均

衡的食物安全问题。 

三、模型设定及变量说明 

本文上述分析框架只是简单阐述了“道路”、“季节性饮用水缺乏”对农户食物安全的单向影响，

其实，这样的影响往往是相互交织的，并不是这么简单。例如，便捷的道路可能会增加当地农民的

收入，收入的增加可能带来较高的膳食营养水平，从而有利于当地农民的健康；而当地农民健康人

力资本的增加反过来可以促进农民财富的积累，财富积累的增加有利于对道路等基础设施的投入。

由此可见，道路状况、农民收入、膳食营养、健康等基本上产生于同一个经济过程之中，在这种情

况下，将它们分开显然是不现实的。这就意味着，上述经济变量具有内生性，如果在研究中忽略了

这一点，直接建立单方程计量模型进行分析，其最终的估计结果必然是有偏的。另外，公共投资对

农村地区不同部门和市场的影响往往是复杂的。某些特定的经济变量会通过各种渠道对农民的食物

安全水平产生影响。再如，农村道路条件的改善不仅可以通过促进农业生产、非农就业来增加农民

收入，进而改善农民的膳食水平，还可以通过降低农民的出行成本、增加农民去市场的便利程度来

影响其膳食水平，但单方程计量模型很难分析上述多渠道的影响。因此，针对这种情况，在参照前

人研究建立系统方程模型（例如 Fan et al.，1999）的基础上，本文研究估计道路、饮用水条件的改

善对农民膳食水平的影响。图 1描述了本文模型的理论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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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食物安全与健康分析框架 

本文研究所用正规方程为一个方程组（方程（1）式～（7）式）。各方程中变量的定义见表 1。 
（1）式表示农户人均收入的决定因素。根据经济学原理，收入可产生于人力资本、政治和社会

资本及物质资本（拥有的财产），当然，家庭特征（例如家庭规模和年龄结构等因素）也会影响收入。

为此，本文中农户人均收入决定因素主要包括四类变量——家庭特征（家庭规模、户主民族、户主

性别、户主年龄、户主年龄平方、是否发生季节性饮用水困难、居住地到县城的距离、所在村是否

通机动车辆）、人力资本（家庭成员最高受教育程度、家庭成员最高受教育程度的平方、培训、劳动

力比重、本地务工比重、外地务工比重、家庭负担、看病支出是否 3000元/年以上）、社会资本（有

无亲戚朋友为政府官员及党员①）、家庭资产（役畜数量、人均土地面积）。农户收入决定方程具体形

式如下： 

                                                        
①家中有党员的家庭，一般与基层政府人员接触相对频繁，因而这样的家庭可能拥有比较好的人脉资源。 

公共政策 

其他基础设施、受教育程度、定向扶贫项目、现金转

移支付、农业技术推广与服务等 
道路 

农业生产 

农户的食物安全（膳食营养、食物多样性等） 

市场 

的易 

获得性 
价 

格 

饮用水 

非农就业 

农民收入 

其他外生变量： 

家庭特征变量、个 

人特征变量、当地 

消费文化风俗 

健康 

其他外生变量：个人特

征变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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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   

      

         （1） 

（2）～（6）式考察农户膳食营养状况的决定因素。影响人膳食营养状况的因素很多，主要有

农户个人特征变量（例如年龄、性别等）和农户家庭特征变量。营养学知识告诉人们，由于人与人

之间年龄、性别、劳动强度等方面的差异，每个人对能量和各种营养素的需求量及其需求量对每个

人的满足程度往往存在一定的差异。为了排除上述因素对个人膳食摄入量的影响，使具有不同特征

的人口群体有一个共同的比较基础，本文研究在计算每个人摄入的营养素时，根据中国营养学会制

定的标准，把不同特征的人转换为能统一计量的“标准人”。因此，本文研究的回归方程中无需再加

入年龄、性别、劳动强度等变量。（2）～（6）式中自变量主要包括农户的家庭特征变量，具体有：

户人均年收入、在家吃饭人数、牲畜家禽饲养量、居住地到县城的距离、所在村是否通机动车辆等。

（2）～（6）式的具体形式如下： 
DDP①（desirable dietary pattern，理想膳食模式）方程：  

2
2 2 7 6 8 7 21 19 22 19 23 20 24 21y a x a x a x a x a x a x                 （2） 

蛋白质摄入量方程： 

2
3 3 7 6 8 7 21 19 22 19 23 20 24 21y a x a x a x a x a x a x                 （3） 

脂肪摄入量方程： 

2
4 4 7 6 8 7 21 19 22 19 23 20 24 21y a x a x a x a x a x a x                 （4） 

能量摄入量方程： 

2
5 5 7 6 8 7 21 19 22 19 23 20 24 21y a x a x a x a x a x a x                 （5） 

膳食多样性方程： 

2
6 6 7 6 8 7 21 19 22 19 23 20 24 21y a x a x a x a x a x a x                 （6） 

（7）式考察体质指数（BMI值）的决定因素。个体的BMI 值是一系列复杂的物理、社会、经

济、制度和文化因素作用的结果，例如，所处地方的物理环境、各类医疗卫生资源的可获得性、相

关的宏观经济条件、公共政策安排、人口政策等。鉴于本文数据只是来自于贵州普定一个县，农民

所面临的这些宏观层面上的因素基本相同，无法在计量模型中度量，因此，本文不考虑相关的宏观

因素，只是从微观层面选择相关变量，重点分析膳食营养因素对贫困山区农民BMI 值的影响。除膳

                                                        
①这一评分方案的具体评分方法是：首先，把食物分为谷物和根茎、动物性食品、添加油脂、豆类及其制品、糖、坚

果类油籽、蔬菜水果、酒和饮料共八类，根据居民消费每一类食物所提供的热量比例计算该类食物得分，每一类食物

的得分都有最高限。例如，当谷物和根茎类食物提供的热量百分比为 80%时，每个百分点得分 0.5 分，总得分为 40
分，这也是此类食物得分的最高限，即使这个百分数超过 80%，分数也不再增加。然后，将各类食物的得分相加即

得出人均DDP分值。依据评分方案，满分为 100分，最低标准为 60分。从这个指标可以看到，农户的食物消费不仅

要满足数量上的要求，而且要满足营养上的需要，即农户的食物消费不仅要能达到温饱，而且还要健康营养。DDP
值指标不仅涉及食物消费的数量，而且包含食物的消费结构，因而它是衡量食物安全水平的一个很好的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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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营养因素外，借鉴前人的研究（例如朱玲，1994；许祖华等，1999），BMI 值可能受到年龄、性

别、个人运动强度、是否有大病支出、在家吃饭人员最高受教育程度等因素的影响。 
BMI 值方程： 

7 7 16 14 21 19 25 22 26 23 27 24 28 25

29 26 30 27 31 28 1 1 2 2 1 1 2 2 3 3

y a x a x a x a x a x a x

a x a x a x D D E E 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7） 

表 1                               方程组变量定义及统计特征 

变量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家庭规模（ 1x ） 家庭成员数（人） 4.8 1.7 

户主民族（ 2x ） 户主族别（其他=0，汉族=1） 0.7 0.5 

户主性别（ 3x ） 户主性别（女=0，男性=1） 1.0 0.2 

户主年龄（ 4x ） 户主年龄（年） 46.2 12.9 

饮用水（ 5x ） 是否存在季节性饮用水困难（否=0，是=1） 0.5 0.5 

居住地到县城的距离（ 6x ） 居住地到县城的距离（公里） 7.5 5.7 

所在村是否通机动车辆（ 7x ） 所在村是否通机动车辆（否=0，是=1） 0.2 0.4 

家庭成员最高教育程度（ 8x ） 家庭劳动力最高受教育年限（年） 5.8 3.7 

培训（ 9x ） 家庭中成员是否受过培训（否=0，是=1） 0.1 0.3 

劳动力比重（ 10x ） 劳动力（15～60岁）人数在家庭成员中的比重 0.6 0.3 

本地务工比重（ 11x ） 本地务工人员在家庭成员中的比重 0.1 0.1 

外地务工比重（ 12x ） 外地务工人员在家庭成员中的比重 0.1 0.1 

家庭负担（ 13x ） 70岁以上或 10岁以下人口在家庭成员中的比重 0.1 0.1 

疾病（ 14x ） 家中是否有人年看病支出 3000元以上（否=0，是=1） 0.1 0.2 

社会资本（ 15x ） 家庭有无亲戚朋友在政府中任职（否=0，是=1） 0.1 0.3 

有无党员（ 16x ） 家庭是否有党员（无=0，有=1） 0.1 0.3 

役畜数量（ 17x ） 家庭拥有役畜数量（头） 1.8 1.0 

人均土地面积（ 18x ） 人均土地面积（亩） 0.6 0.5 

户人均年收入（ 19x ） 户人均年收入（元） 2012.9 1170.5

在家吃饭的人数（ 20x ） 在家就餐的人数（人） 4.3 1.7 

牲畜家禽饲养量（ 21x ） 牲畜家禽折算饲养量 38.0 67.6 

脂肪摄入量（ 22x ） 脂肪提供的能量占推荐能量的比重 0.3 0.2 

蛋白质摄入量（ 23x ） 蛋白质摄入量占推荐摄入量的比重 0.7 0.3 

能量摄入量（ 24x ） 能量摄入量占推荐摄入量的比重 0.9 0.3 

DDP（ 25x ） DDP分值 61.0 12.8 

膳食多样性（ 26x ） 三天中农民所吃膳食品种的数量（种） 7.9 2.7 

性别（ 27x ） 家庭成员性别（女=0，男=1） 0.5 0.5 

在家吃饭人员最高受教育年

限（ 28x ） 

在家吃饭人员最高受教育年限（年） 6.5 3.1 

运动量虚拟变量（
i

D ） 

（低运动量为对照） 

中等运动量=1，其他=0 

高运动量=1，其他=0                                

0.1 

0.8 

0.2 

0.4 



中国西南贫困山区农户食物安全、健康与公共政策 

 - 49 -

（续表 1） 

年龄段虚拟变量（
i

E ） 

（40岁以上为对照） 

0～13岁=1，其他=0；
  

14～18岁=1，其他=0； 
19～40岁=1，其他=0 

0.2 

0.0 
0.3 

0.4 

0.2 
0.5 

四、数据来源及统计描述 

（一）数据来源 
本文研究的调查地点是贵州省安顺市普定县。该县位于黔中偏西，是 592个国家级贫困县之一，

也是一个典型的以喀斯特地貌为主的农业生产区。2009年，中国农村贫困发生率是 3.6%①，而该县

农村贫困发生率是 17%②，是全国的 4.7 倍。本文研究所用数据来源于 2010 年 1 月国际食物政策研

究所（IFPRI）联合中国农业科学院和贵州大学对普定县三个随机选定的行政村共 8个自然村全部住

户（425 户）的调查。调查数据分为两类：一类是住户调查数据；另一类是住户膳食调查数据。住

户调查数据的主要内容包括：家庭成员基本情况、农业生产及非农务工情况、家庭生活与公共服务

情况、家庭承包地情况、消费支出情况等；住户膳食调查数据的主要内容包括：家庭成员在家就餐

情况、劳动强度、身体状况等。 
（二）膳食调查方法的选择 
本文研究对象是贫困山区农民，其膳食结构相对单调，被调查的农民有 925人，属于大样本，

通过这样的调查能够得到相当可靠的农民总体食物消费水平。因此，根据这些条件，本文研究采用

常用的 3d—24h 膳食回顾法进行膳食调查。3d—24h 膳食回顾法的准确性受多种因素影响。调查员

的水平、调查方式、调查对象的合作态度等因素对调查数据的准确性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为了找

到适合的膳食调查方案，课题组分别于 2009年 4月和 12 月进行了两次预调查，分别试验了三种不

同的调查方案：第一种方案是：将膳食调查问卷发给会写字的农民，指导③他们自己记录三天全家人

在家就餐的详细情况。对于那些不会写字的农民，则由调查员记录他们每天的膳食情况。按照此方

案，发放了近百份问卷，从回收问卷的质量来看，只有不到 30份问卷能够符合要求，显然，这种调

查方案效果不好。第二种调查方案是：由调查员每天全程跟踪记录农户当天的膳食情况，连续记录。

第三种调查方案是：调查员调查农户过去 3天的膳食情况。通过调查结果对比发现，由于当地农民

每天的膳食相对简单，容易回忆，所以，这两种调查方案的效果差异不大。但是，第二种调查方案

需投入巨大的人力和物力。因此，本文研究选择第三种调查方案。 
（三）农民饮用水状况 
尽管被调查地区全年降水较为丰富，但在时间和空间上分布不均，再加上岩溶地貌，地表水容

易转化为地下水，所以，该地区存在着严重的季节性干旱和喀斯特型干旱，人畜饮用水季节性缺乏

现象十分严重。季节性饮用水困难一般发生在年底至来年的 3～4月，一般持续 4～5个月。被调查

的 8个自然村中，有 2个自然村有管道自来水，不存在季节性饮用水困难问题；而另外 6个自然村

则存在不同程度的季节性饮用水困难问题。在季节性饮用水缺乏期间，农民一般要到远离居住地的

水源地取水，每次至少得花费 2个小时，有的甚至一整天。他们取水的困难程度表现各异，主要体

                                                        
①数据来源：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新闻发布会，中国网（http://www.china.com.cn），2010年 9月 10日。 
②数据来源：贵州省统计局、国家统计局贵州调查总队（编）：《2010年贵州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2010年。 
③在发放问卷的时候，调查员仔细给调查对象讲填写时的各项注意事项，在此基础上，课题组还聘请了当地村干部作

为调查协助员，请他们每天协助调查员指导那些填表的农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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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有的山下水源地水量较小，农民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在取水口等水，在最干

旱的时候，农民有时甚至为了能装满一桶水需要在取水口等上大半夜。第二，有的地方山下取水口

是山洞，而山洞陡峭，人需要到洞底才能取到水，不是年轻力壮的人很难将水从山洞运到地面。第

三，季节性干旱时取水的水源地到居住地之间根本没有路，只能靠人力挑水，无法使用马和驴，这

无疑加剧了当地农民饮水困难的程度。 
（四）道路状况 
根据所在位置离县城的远近以及道路状况的好坏，本文研究将所调查的 8个自然村从好到差依

次分为四个等级，村庄类型 1道路交通状况最好，村庄类型 4道路交通状况最差。表 2显示：道路

交通状况越不好的村庄，其农户月平均赶集的次数越少，赶集用的时间越长，用于赶集的交通费用

越高，农户平时所食用的食物种类越少①。 
表 2                          四类不同村庄村民赶集情况及平时食物种类 

赶集主要出行方式比例（%）

村庄道

路交通

状况 

样本 

户数 

户月

平均

赶集

次数

（次） 

赶集一 

个来回 

时间 

（分 

钟） 

步行 坐车
骑摩

托车
其他

到最近

集市的

平均距

离（公

里） 

赶集一 

个来回 

费用 

（元） 

是否有直 

接通村的 

机动道路 

（有=1；

无=0） 

食物 

种 

类 

类型 1 190 3.9 51.9 89.8 3.1 4.9 2.2 3.5 0.2 1 9.3 

类型 2 92 3.2 71.1 12.7 80.8 0.4 6.1 11.1 8.4 1 6.6 

类型 3 81 3.1 107.3 39.3 45.9 6.1 8.7 11.1 6.0 0 6.0 

类型 4 62 2.7 116.4 49.7 45.4 3.7 1.2 11.7 6.7 0 7.2 

总平均 — 3.4 76.0 57.6 34.2 4.0 4.2 7.8 4.0 — 7.8 

（五）各种营养素摄入量状况 
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结合中国居民膳食结构的特点，提出了适合中国居民的最佳膳食热量来源

构成。从表 3可以看到，当地农民的膳食热量主要来源于谷物和根茎类食物。蔬菜、谷物和根茎类

食物提供的热量比重高于最佳膳食热量来源比重，而动物性食品提供的热量比重只有 3%，只是最

佳膳食热量来源比重的 1/3。在基本营养素摄入方面，样本农民蛋白质摄入量普遍不足，人均摄入

量 54.4 克，只有推荐摄入量的 72.5%；脂肪人均摄入量 76.5 克，其提供的热量占总热量的比重是

28.7%，在中国营养学会推荐的范围内。样本农民热量人均摄入量是 2252.1 大卡，相当于推荐摄入

量的 93.8%。在微量元素摄入方面，样本农民除了维生素 A和钙的人均摄入量稍微低于推荐（或适

宜）摄入量外，其余均高于推荐或适宜摄入量②。 
表 3                                  热量来源和DDP分值 

项目 

谷物和

根茎类

提供的

热量（%） 

动物性

食品提

供的热

量（%）

添加油

脂提供

的热量

（%） 

豆类及

其制品

提供的

热量（%）

糖提供

的热量

（%） 

坚果类

油籽提

供的热

量（%） 

蔬菜水

果提供

的热量

（%） 

DDP分

值（满分

100分 

最佳热量构成 60.0 14.0 9.0 5.0 5.0 2.0 5.0 — 

                                                        
①表 2中食物种类指通过 3d-24h回顾法调查的农户 3天所吃食物种类之和。 
②各种营养素的摄入情况，详情王兴稳（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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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3） 

最低 20%组 69.9 1.0 23.1 2.0 0.1 0.1 3.8 57.0 

第二 20%组 63.8 3.1 25.5 2.3 0.1 0.4 4.6 62.0 

第三 20%组 64.8 3.2 24.7 2.5 0.0 0.5 4.3 62.0 

第四 20%组 64.1 2.9 24.9 3.4 0.1 0.4 4.1 62.7 

收入 

分组 

最高 20%组 62.8 4.7 25.2 3.3 0.0 0.03 3.9 63.8 

类型 1 62.4 3.4 27.4 2.4 0.1 0.3 3.9 59.9 

类型 2 68.3 2.6 22.0 2.9 0.0 0.3 3.9 62.4 

类型 3 64.4 3.3 24.2 3.0 0.1 0.4 4.6 63.0 

家庭 

年龄 

结构 
类型 4 62.6 2.0 29.0 2.1 0.0 0.0 4.3 57.0 

平均 — 65.1 3.0 24.7 2.7 0.1 0.3 4.1 61.2 

五、模型估计结果和讨论 

（一）农户人均收入方程估计结果 
回归结果表明（见表4），家庭人口规模对人均收入有显著的负向作用，这和笔者在当地的切实感

受相一致。在本文研究的样本农户中，一般家庭有4口人，人数4口之上的家庭，基本上是超生家庭，

而人口越多，家庭负担越重，人均收入越低。教育能显著地增加人均收入，这和众多研究结果一致。

在民族上，汉族显著地比少数民族人均收入高。外地务工人员比重越大，家庭人均收入越高。但是，

本地务工人员比重这个变量未对家庭人均收入产生显著影响。造成这样的结果，可能的解释是，本地

务工机会不多，这也和笔者调查感受相一致。本地农民务工的主要形式就是利用农闲来从事体力劳动

挣钱，但获得工作机会较少，一天挣得的收入一般不超过50元。本文研究所调查的农户分别属于一个

镇的3个行政村，这3个村离县城最远不过10公里，最近仅1公里，这样的距离差异没有对农户人均收

入产生显著影响，但是，所在村通机动车辆的的农户比所在村不通机动车辆的的农户人均收入要高。

农户是否存在季节性饮用水困难对其人均收入有显著负向影响，这和本文研究预期一致。 
表 4                                 方程（1）联立估计结果 

变量 系数估计值 变量 系数估计值 变量 系数估计值 

1x
 

-418.0***（-101.6） 8x  289.2*（-169.9） 15x  -202.7（-468.2） 

2x  2837***（-533.1） 2
8x  -11.74（-10.8） 16x  -13.36（-1,033） 

3x  829.7（-792.8） 9x  1140（-1,295） 17x  75.4（-141） 

4x  28.48（-49.2） 10x
 

-80.75（-838.7） 18x  360.1（-246.4） 
2
4x  -0.161（-0.4） 11x  881.4（-916.8） 常数项 3386（-2933） 

5x  -3717***（-899.4） 12x  2101**（-849.6） 观测值 925 

6x
 

-93.6（-158.1） 13x  2769***（-798.9） R2 0.599 

7x  4249***（-727.4） 14x  11.4（-835.7）   

注：***、**、*分别代表 1%、5%、10%显著性水平。 
（二）膳食营养方程组估计结果 
本文研究预期，居住地到县城的距离越远、道路状况越糟糕，农民从市场获得食物的能力就越

差，农民主要营养素摄入量以及食物种类将越低。回归结果表明（见表5），居住地到县城的距离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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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蛋白质、脂肪、能量摄入量以及膳食多样性水平具有显著的负效应，居住地不通机动车辆也对

脂肪摄入量有显著负效应，这和本文研究预期一致。但是，所在村不通机动车辆会有助于农民蛋白

质摄入量的增加，这和本文研究预期相反。造成这样结果的可能原因是：所在村不通机动车辆的农

户群居在相对封闭的环境中，而且大多数属于少数民族，他们过春节时一般会杀猪腌肉，而所在村

通机动车辆的农户过春节时杀猪的比较少。农户自己杀猪腌肉时，就会比平时吃得好点。本文研究

进行膳食调查的时间正好是这个时候，所以造成所在村不通机动车辆的农民蛋白质摄入量反而高。 
农民人均收入水平能显著提高某脂肪摄入量、膳食多样性水平以及DDP分值，但对蛋白质摄入

量的提高效应不显著。在家吃饭人数尽管会显著提高农民摄入食物的种类数目，但并不能提高主要

营养素摄入量反而显著降低DDP分值，说明在家就餐人数增加对农民膳食营养改善有显著的负向作

用。这个结果与朱玲（1994）调查山东省临朐县、宁夏回族自治区西吉县和四川省旺苍县时观察到

的情况一样。由于农户膳食的多样性与其农业生产密切相关，因而回归方程中加入了牲畜家禽量饲

养量这一解释变量。从理论上推导，牲畜家禽饲养量越高，则农民的膳食就应该越好。本文研究的

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牲畜家禽饲养量对农民食物多样性水平及DDP分值有显著的正向作用，但对主

要营养素的摄入量影响不显著。 
表 5                              方程（2）～（6）联立估计结果 

变量 DDP方程（2） 
蛋白质摄入量 

方程（3） 

脂肪摄入量 

方程（4） 

能量摄入量 

方程（5） 

膳食多样性 

方程（6） 

6x  
0.159 

（-0.196） 

-0.0245*** 

（-0.0039） 

-0.00549** 

（-0.00239） 

-0.0173*** 

（-0.00444） 

-0.319*** 

（-0.0374） 

7x  
-0.625 

（-1.448） 
-0.0956*** 
（-0.0287） 

0.0766*** 
（-0.0177） 

-0.0127 
（-0.0328） 

0.00896 
（-0.276） 

19x  
0.00225*** 

（-0.000626） 
1.85E-05 

（-1.25E-05） 
1.32E-05* 

（-7.63E-06） 
4.79E-06 

（-1.42E-05） 
0.000474*** 

（-0.000119） 

2
19x  

-2.25E-08*** 
（-7.08E-09） 

-2.38E-10* 
（-1.41E-10） 

-1.31E-10 
（-8.63E-11） 

-9.65E-11 
（-1.61E-10） 

-5.10E-09*** 
（-1.35E-09） 

20x  
-0.499* 

（-0.264） 
-0.00663 

（-0.00526） 
-0.0203*** 

（-0.00321） 
-0.0278*** 

（-0.00599） 
0.304*** 

（-0.0502） 

21x  
0.0137** 

（-0.00644） 

0.000127 

（-0.000128） 

-2.92E-05 

（-7.87E-05） 

6.28E-05 

（-0.000146） 

0.00602*** 

（-0.00123） 

常数项 
59.54*** 

（-2.405） 

0.908*** 

（-0.0477） 

0.335*** 

（-0.0294） 

1.141*** 

（-0.0545） 

7.306*** 

（-0.459） 

观测值 925 925 925 925 925 

R2 0.182 0.057 0.165 0.071 0.228 

注：***、**、*分别代表 1%、5%、10%显著性水平。 
（三）体质方程估计结果 
体质方程中因变量是标准化后的 BMI 值。在成年之前，人的正常 BMI 值范围随年龄、性别的

不同而不同，因此，需要将BMI 值标准化，使之具有比较的共同基础。BMI值标准化计算法则是：

以年龄组 BMI 值 z 评分的 1 个标准差为一个档次，本文研究设定，BMI 值在年龄组 z 评分的-1 个

标准差范围之内为 0，以此为基础，每增加（或减少）一个标准差就相应地增加（或减少）一个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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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例如，BMI 值在年龄别 z 评分的-2 个标准差范围内，则标准化 BMI 值为-1；在+1 个标准差范

围内，则标准化 BMI值为 1。 
性别变量用于个体考察不同性别个体在家庭中食物获得权利是否均等。Glewwe et al.（2001）对

越南的研究发现，儿童性别对其膳食营养状况的影响在城市地区不显著，在农村地区却非常显著，

与男童相比，女童的膳食营养状况更不容乐观。因性别不同而食物获得权利不同，原因有两点：第

一，性别歧视；第二，食物短缺。没有性别歧视或虽有性别歧视但食物丰富，就可能不会存在因性

别不同而食物获得权利不同的现象。因而如果存在性别歧视，则性别虚拟变量对标准化 BMI 值的影

响应该有显著差异。但是，本文研究的回归结果显示（见表 6），男女性别对标准化 BMI 值的影响

无显著差异，这说明，在样本地区，女性和男性在食物获得权方面无显著差异。当然，这样的结果

不能证明当地就不存在性别歧视现象。就笔者在当地的切身感受而言，其实当地农民重男轻女的现

象普遍存在。例如，有的家庭为了有个男孩，尽管家徒四壁、极度贫困，但还是连续生了 7个女孩。

那为什么本文研究的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在食物获得权方面没有性别歧视呢？一种可能的解释是，当

地基本温饱问题已经解决，基本口粮不再是影响当地农民发展的最稀缺资源。这样的推论基本上和

笔者实地调查时的感受一致。即使是最贫困的农户，由于能获得“低保”，从而他们最基本的温饱能

够得到保证。在家吃饭人员最高受教育年限反映的是其照顾家庭成员的能力。Gunasekara（1999）
发现，就业状态和受教育水平的提高显著地降低了斯里兰卡儿童生长迟缓、消瘦和低体重率的发生

概率。但是，也有研究结果显示，父母受教育程度越高，孩子营养不良和肥胖检出率也越高，而父

母为小学和初中文化程度的孩子，其营养正常的比例最高。可能的原因是所受教育程度高的父母，

从事的工作压力大，因而无暇顾及孩子的饮食、生活等（彭莉，2006）。 
表 6                                方程（7）联立估计结果 

变量 系数估计值 变量 系数估计值 变量 系数估计值 

14x
 

0.0852（-0.151） 26x
 

0.0490*（-0.0251） 2E
 

0.0675（-0.093） 

19x  -4.59E-06（-6.43E-06） 27x  -0.0236（-0.0515） 3E  -0.0045（-0.0658） 

22x  0.312（-0.709） 28x  -0.0294**（-0.0115） 常数项 0.116（-0.608） 

23x  -1.624**（-0.732） 1D  -0.199（-0.14） 观测值 925 

24x  0.0345（-0.8） 2D  -0.0941（-0.114） R2 0.193 

25x  0.013（-0.00936） 1E  -0.0103（-0.0723）   

注：***、**、*分别代表 1%、5%、10%显著性水平。 

营养学家（例如葛可佑等，1996）认为，BMI 指标对膳食能量摄入量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而对

膳食蛋白质摄入量影响不显著，即随着膳食能量摄入量增加，消瘦者的比例逐渐减少而肥胖者的比

例逐渐增加，但膳食蛋白质摄入量在很大的差异范围内对 BMI 值无显著影响。本文研究的回归结果

表明，样本农民的脂肪摄入量、DDP 分值与标准化 BMI 值之间关联性不显著。能量摄入量与标准

化 BMI 值之间并未如同营养学家所认为的有高度关联性。这样的结果间接说明，当地农民还未如同

发达城市部分居民那样，由于能量摄入过量而发生肥胖。样本农民蛋白质摄入量对标准化BMI 值存

在负向影响，这点结论貌似违反了营养学常识。但是，仔细分析本文研究样本地区的情况，则不难

理解这样的结果是有其合理性的。产生这样结果的原因可能有两点：第一，这与本文研究的调查时

间有关。正如上文介绍那样，本文研究的调查时间临近年关，居住地交通闭塞、贫困的农户家庭因

杀猪腌肉而可能临时比经济状况好的家庭吃得稍微好点。第二，当地贫困家庭卖血谋生比较普遍。

卖血人员卖完血后一般要多吃点蛋、肉等蛋白质含量高的食物来“滋补”一下自己。当地卖血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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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都是长年卖血，一个月一般卖 2 次。有的卖血农民因生活所迫，可能“违规”一个月卖 3～4
次血①。由于此数据的敏感性，当地政府和农民不愿配合调查，因而本文研究无法获得准确的数据。 

六、结论与政策涵义 

本文根据贵州省一个贫困县随机抽取的三个行政村8个自然村全户调查数据，分析了中国西南贫

困山区道路状况、季节性饮用水缺乏对农户膳食获得能力的影响。虽然数据的代表性可能有些欠缺，

这使得本文研究不能针对全国贫困山区得到普遍性的结论，然而，据了解，国内现有文献很少从道

路、饮用水条件的角度研究农户膳食获得能力。本文研究采用3d—24h膳食回顾法，从农户食物获得

能力的角度对微观住户层面上的食物安全问题进行了实证分析，对中国现有食物安全问题研究是一

个很好的补充。 
首先，研究发现，道路和饮用水设施的改善对农户人均收入水平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是，收

入水平对蛋白质摄入量影响不显著。这样的结果说明，提高收入水平对提升农户的食物安全水平作

用有限，收入水平的提高并不能带来农户食物安全水平的大幅提高。在这种情况下，应该采取一定

的营养干预措施，例如，加强对营养知识和适合中国人的膳食指南的宣传和普及，提高贫困地区农

民的营养意识，通过一定的营养指导，不断改善他们的膳食结构，缓解蛋白质摄入不足的问题。 
其次，居住地到县城的距离以及农户人均收入水平对农户的膳食多样性水平有显著的影响。从

数据的统计描述中可以大致看出，居住地道路状况好的农户平均每月赶集的次数有 3.94次，而居住

地道路状况不好的农户每月赶集的次数只有 2.67次，集贸市场的可及性在两者之间存在比较明显差

距。回归结果也显示，居住地离集贸市场越近，农户收入越高，则其膳食多样性越好。人吃的食物

越丰富，某种微量元素摄入量不达标或超标的可能性就越小，而本文研究的样本农户中有很多人某

种或多种微量元素摄入量不达标或超标。样本农户的钙摄入量普遍不足，有 67.6%的调查对象的钙

摄入量在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推荐摄入量之下。而对于其余微量元素来说，尽管样本总平均摄入量

接近或超过推荐（或适宜）摄入量标准，但样本间差异很大，有很多人未达标。微量元素摄入量指

标实质上反映当地农民的膳食多样性水平。如何改善这一现状，值得政策制定者思考和关注。 
最后，研究还发现，研究地区高比例的卖血人员（邢鹂等，2008）已经对其体质产生了不利影

响。卖血人员一般是家庭主要劳动力，虽然他们出售血浆获得的营养费并不高，仅为140元/次，但

是，对于缺乏现金的贫困家庭来说，这可以减少当下家庭的经济压力，让他们暂时摆脱贫困。然而，

从长远来看，“因为贫穷而去卖血，长期卖血导致身体状况恶化，从而健康人力资本下降又陷入贫困”

的恶性循环，无疑会加重当地已经很严重的贫困问题。因此，在农村地区，尤其是在贫困的农村地

区，如何通过有效的办法来增加卖血农民群体的收入，是政府需要重点考虑和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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